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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初中生群体中抑郁认知易感因素在应激事件与抑郁症状间的作用。 方法：采用儿童抑郁量表、儿

童应激事件量表和儿童认知方式问卷对 7 年级 324 名学生进行初测， 之后每间隔 2 个月采用所有问卷和量表对初
测的学生进行 4 次追踪调查。 结果：对追踪数据的多层线性模型和多层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发现，认知方式在 7 年级
儿童中既没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也没有显著的中介作用。 结论：国内青少年早期阶段，认知方式可能还不能在应激事

件与抑郁症状关系中产生显著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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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ole of cognitive sty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ess events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f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Methods: Samples of 324 seventh-grade students were investigated by Children’s
Depression Inventory(CDI), Children’s Cognitive Style Questionnaire and Children’s Hassles Scale(CHAS) at initial time.
After that, in every 2 month interval all the scales and questionnaires were tested 4 times for the sample． Results: The hi鄄
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analyses showed that cognitive style couldn’t moder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ess life
events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significantly. The multilevel structure equation model analysis discovered that cognitive
style also couldn’t significantly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 of stress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in seventh-grade students.
Conclusion: For Chinese early youths, the cognitive style may play no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ess
events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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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成人研究得出的抑郁应激-认知易感模型
假设： 认知易感因素在应激事件与抑郁的关系中具
有调节作用。近年来，该模型假设在儿童青少年群体
中的适用性验证研究却发现， 对模型假设既有支持
的结果，也有不支持的结果[1]。

Cole和 Turner[2，3]认为儿童青少年认知方式并不
像成人一样较为稳定， 其认知方式可能受应激事件
的影响而改变， 因而在儿童青少年中假设认知易感
因素相对稳定， 并将之在应激-认知易感模型中作
为调节变量加以考察， 可能不适合儿童青少年的实
际情况， 因此他们提出了应激-认知易感模型中认
知易感因素的中介模式假设。 该中介模式假设目前
还较少有追踪研究的验证， Gibb和 Alloy[4]的一项前

后测追踪研究发现，5 年级学生中归因方式在负性
生活事件与抑郁的关系中既起中介作用也起调节作

用，而在 4年级学生中归因方式就只具有中介作用。
吴文峰等人 [5]对国内 7 年级学生前后测追踪研究则
发现， 归因方式在应激事件对抑郁症状的影响中没
有显著的调节效应，但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 Ja鄄
cobs等人 [6]在对抑郁的认知易感研究综述后指出，
对应激-认知易感模型的中介模式研究， 将可能给
认知、 生活应激事件和情绪之间的关系探讨带来一
种发展性的转变。
鉴于 Cole 和 Turner [2]以及 Nolen-Hoeksema 等

人[7]均认为 7 年级是认知方式调节负性事件与抑郁
之间关系的“窗口”时期，因此本次研究选择了 7 年
级学生作为研究的被试群体。 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考
察认知方式在 7年级学生中究竟是对应激事件与抑
郁症状间的关系起调节作用还是中介作用。 根据
Cole 等人的观点，以及我们前期对应激─认知易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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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的研究结果[8]，研究假设：在 7年级学生中，认知
方式在应激事件与抑郁症状间的关系中起中介作

用，而不是调节作用。

1 方 法

1.1 被试
选择湖南省湘潭市某寄宿制初中， 在该校 7 年

级的 23 个教学班中随机抽取 5 个班学生整群施测
问卷，初次施测发放问卷 332 份，回收问卷 324 份，
回收率 97.6%，其中女生 145 人，男生 179 人，经卡
方检验男女人数无显著差别（χ2（1）=3.57，P=0.06）。
平均年龄 12.1±0.5岁，年龄范围 11-14岁。
1.2 方法
首先向所有学生发放学生家庭基本情况调查表

以及家长知情同意书，请学生带给家长填写，并于第
二天收回。 然后利用晚自习的时间向所有填写了知
情同意书的学生发放问卷， 调查时每班由一名经过
培训的心理学专业人员在课堂上巡视并随时解答学

生的疑问。 首次测试时间为 2010年 9月下旬，初测
后， 每间隔约两个月时间对全部初测被试使用所有
初测量表和问卷进行追踪调查，共追踪 4次。已参加
初测的学生，由于事假、病假、转学等原因，第一次追
踪 3人未参加，第二次追踪 6人未参加，第三次追踪
7人未参加，第四次追踪 8 人未参加。 所有测试均为
学生当场完成，当场回收。
１．３ 工具
１．３．１ 儿童抑郁量表（Children`s depression invento鄄
ry，CDI）[9] 由 27 个自我报告的题目组成， 包括快
感缺乏 (Anhedonia)、负性情绪 (Negative mood)、低自
尊(Negative Self-esteem)，低效感(Ineffectiveness)和人
际关系问题(Interpersonal Problem)五个维度。
１．３．２ 儿童认知方式问卷（Children’s Cognitive Style
Questionnaire，CCSQ）[10] 问卷由两部分构成，分别
为认知方式自我导向问卷和认知方式结果导向问

卷，各有 12个条目，得分越高，表明负性认知方式程
度越高。 吴文峰等人[11]对国内小学 2~6 年级学生的
研究得到认知方式自我导向问卷的一致性信度为

0.72，结果导向问卷的一致性信度为 0.78。
１．３．３ 儿童应激事件量表（Children’s Hassles Scale，
CHAS）[12] 量表列出了 39 项儿童日常生活中可能
遭遇的应激事件，每个项目均为 0、1、2、3四点计分，
分数越高表明经历的应激事件越多越频繁。 以往研

究表明其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13]。 吴文峰等人 [11]

得到儿童应激事件量表在国内 2~6 年级学生中追

踪测量的一致性信度为 0.91~0.93。
1.４ 数据处理
本研究使用统计软件 SPSS15.0 对数据进行管

理和初步统计分析， 使用 SAS9.0 和 Mplus6.1 分别
进行追踪数据的多层线性模型分析和多层结构方程

模型分析。
采用 SAS9.0 软件建立多层线性模型， 并应用

MIXED过程对认知方式调节作用进行分析。以第一
次追踪测量的认知方式为调节变量， 追踪测量的应
激事件水平波动值为自变量， 追踪测量的抑郁症状
波动值为因变量。模型的具体设定为：追踪测量的应
激事件水平波动值和抑郁症状波动值为第一层变量

（对个体追踪测量值做组中心化处理）， 初测抑郁症
状和第一次追踪测量的认知方式为第二层变量，对
此两变量做标准化处理， 另外设定性别为第二层变
量，该变量作为分类变量不做标准化处理。在纵向研
究中，被试内的观察值之间存在相关。 因此，需要选
择最佳拟合模型， 以避免协方差结构过度参数化或
限制所带来的不准确结果(Altham，1984)，经多层线
性模型分析，结果显示一阶自回归结构[AR(1)]是最
佳模型。
对认知易感因素中介作用的分析 ， 则采用

Mplus6.1 建立多层结构方程模型。 在多层结构方程
模型中对追踪数据进行分析， 需要设定组间变量和
组内变量，研究将追踪测量的应激事件、认知方式以
及抑郁症状全部设定为组内变量， 而将初测的抑郁
症状作为组间变量，另外，采用多组比较的结构等值
方法比较男女学生是否在认知方式的中介作用上存

在显著差异，具体模型见图 1。

图 3 抑郁认知易感因素在应激水平对
抑郁症状影响中的中介作用分析图

参照 Song 等人[14]的研究方法，对图 1 中的应激
事件与认知方式均进行组中心化处理， 即以每个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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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追踪测量值减去其追踪测量的平均值， 处理后的

应激事件与认知方式变量表示的是个体在追踪过程

中的波动情况。

2 结 果

2.1 描述性统计
以初测数据计算各测量变量的相关， 表 1 表明

各测量变量均两两显著正相关。 表 1、表 2结果中初
测和追踪测量的抑郁症状、 应激事件水平的均值并

不稳定，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波动性。

表 1 各变量初测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结果(n=324)

注：***P<0.001

表 2 各变量追踪测量的均值、标准差（M±SD）

2.2 多层线性模型分析
对多层线性模型固定效应的分析， 采取逆向

（backward）删除程序，即从饱和模型开始，逐次由高
阶到低阶删除模型中不显著的交互作用项 [15]。 模型
固定效应分析发现：性别×认知方式×应激水平不显
著（β=-0.024，SE=0.041，F(1，879)=0.36，Ｐ>0.05）；删
除不显著的三阶交互作用项后， 继续多层线性模型
分析发现： 性别×认知方式不显著 （β=-0.292，SE=
0.596，F(1，315)=0.24，Ｐ>0.05），性别×应激水平不显
著（β= 0.017，SE=0.041，F(1，880)=0.17，Ｐ>0.05），认
知方式×应激水平不显著 （β= 0.015，SE=0.020，F
(1，880)=0.58，Ｐ>0.05）。 由于认知方式×应激水平交
互作用是验证应激-认知易感模型的关键， 该交互
作用项即使不显著，也不删除，在删除其它不显著的
二阶交互作用项后， 多层线性模型的最终分析结果
见表 3。

表 3 儿童性别、认知方式和应激水平对儿童抑郁症状的预测

图 2 认知方式中介作用分析
注：当设定回归系数随机时，Mplus 统计软件只能输出非标准
化路径系数；图中路径系数值加粗表示效应显著，路径系数

下面括号内数字为路径系数对应的误差值。

2.3 多层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如图 2所示，为了简化模型图，图中没有标记出

儿童抑郁症状量表的 5 个分量表，其具体的设置请
参见图 1。模型设置完成后，首先进行性别的多组比
较，为了简化模型比较结果，在基线模型中设定男生
组和女生组的测量等值， 即设定抑郁症状量表的 5

个分量表到抑郁症状的负荷、截距等值，另外还设定
两组中初测抑郁症状到抑郁症状的回归等值。 在此
条件下，先在男女组中自由估计应激水平、认知方式
和抑郁症状间的效应大小，结果显示：SBχ1

2=422.98，
df1=115，C1=1.144，Ｐ<0.000； 然后设定应激水平、认
知方式和抑郁症状间的效应在男女两组中对应等

值， 结果显示：SBχ2
2=421.93，df2=118，C2=1.151，Ｐ<

0.000；SBχ2
2与 SBχ1

2的差值 ΔSBχ2， 可利用下面公
式（1）和（2）计算：

CV=(df2×C2-df1×C1)/(df2-df1) （1）
ΔSBχ2=(SBχ2

2-SBχ1
2)/CV （2）

（公式中 C1、C2为 M-plus 输出结果的稳健最大
似然估计修正因子， 具体的计算方法参见：http://
www.statmodel.com/chidiff.shtml.）
由此得到 ΔSBχ2=1.23，df=df2-df1=3，Ｐ=0.74， 因

而可以推断男女两组变量间的效应等值， 具体模型
拟合结果见表 4。 由于性别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因而
将性别变量从模型中去除，继续分析应激水平、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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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和抑郁症状间的效应，结果如图 2所示：应激水
平到认知方式的效应不显著（β=0.040，SE=0.038，Ｐ=
0.30）； 认知方式到抑郁症状的效应不显著 （β=
0.007，SE=0.006，Ｐ=0.24）；应激水平到抑郁症状的效
应显著（β=0.075，SE=0.008，Ｐ<0.0001）；最后计算由
应激水平到认知方式再到抑郁症状的中介效应，结
果表明该效应不显著（β=0.000，SE=0.000，Ｐ=0.46）。

3 讨 论

本项研究结果并不支持最初的研究假设， 研究
结果表明，在 7年级学生样本中，认知方式既不能显
著调节应激事件水平和抑郁症状间的关系， 对应激
事件水平与抑郁症状的关系也不具有显著的中介作

用。 Abela和 Sarin[16]对 79名 7年级学生的前后测研
究发现， 认知方式不能显著调节应激事件水平与抑
郁症状间的关系；Brozina 和 Abela[17]对小学 3 年级
到 6年级 418名学生前后测研究则发现， 认知方式
与应激事件水平的交互作用只能预测初测时低抑郁

症状儿童抑郁症状的增加， 但不能预测初测时高抑
郁症状的儿童。 就国外有关儿童青少年抑郁认知易
感因素的追踪研究来看， 以归因方式为认知易感因
素的研究占大多数， 其研究结果有支持归因方式在
应激事件与抑郁关系中具有调节作用的， 也有不支

持的[1]。 而关于认知方式在应激事件与抑郁关系中

作用的追踪研究则较少。就我们所掌握的资料来看，

儿童以及青少年早期阶段可能认知方式不能显著调

节应激事件与抑郁间的关系。 对于认知方式在应激

事件与抑郁症状的关系中也没有显著中介作用的结

果，出乎研究者意料之外。推断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

的原因：①在青少年早期阶段（7 年级），认知方式可
能对应激事件与抑郁症状关系确实还不具有显著的

作用；②由于文化上的差异，儿童认知方式中文版可
能不能反映国内学生的认知方式状况； ③在研究设
计上，可能我们的追踪间隔时间不够长，不能反映出

认知方式随应激事件发生变化的真实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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